
 
中国发展经验的理论与实用含义: 

非正规经济实践1 
 

黄宗智 
 

[内容提要]对中国经济改革的理解主要来自“新制度经济学”，特别强调市场化的私
有公司以及相关法律所起的作用；Andrew Walder 和钱颖一等则指出，地方政
府，尤其是其乡村企业，扮演了关键的角色。但两种分析都不能解释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的经验：发展的主要动力变为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的竞争下为外来
企业所提供的大力支持。它们普遍用低于其成本的土地和配套基础设施，另加各种
显性和隐性补贴以及税收优惠，并允许绕过国家劳动和环保法律来招引外来投资。
正是它们的这种非正规实践以及伴之而兴起的庞大的非正规经济，而不仅是外来企
业，才是中国惊人的 GDP 增长的主要动力，同时也是其日益加剧的社会与环境危
机的来源。本文的分析来自历史+理论的视角，所指向的是对中国改革经验的新的
理解和实用措施。 
 
[关键词] 新制度经济学、非正规经济、集权的分权主义、重庆经验 
 
Abstract: China’s economic reform has been understood mainly in terms of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emphasizing the role of marketized private firms and related 
laws. Andrew Walder and Yingyi Qian, however, have pointed out instead the crucial 
role played by Chinese local governments, especially their township and village 
enterprises. Neither interpretation, however, can account for what has happened in China 
since the mid 1990s, when the main engine for development shifted to local 
governments’ competition for and active support of outside investment, Typically, local 
governments have provided land and related infrastructural support below cost plus 
special subsidies and tax privileges, and also circumvented formal rules and regulations 
on labor use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hose informal practices and the huge 
accompanying informal economy, not just the new enterprises drawn in, have been the 
main dynamic both for China’s striking GDP growth and its mounting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crises. The analysis presented here is historical cum theoretical and calls 
for a new understanding of China’s development experience and of its practical 
implications.   
 
Key words: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informal economy, centralized decentralism, 
Chongqing experience 

                                                 
1 本文发表于《开放时代》2010 年第 10 期，第 133~158 页。纸张版上有三个细微的数字笔误，兹

在此电子版上改正。感谢崔之元帮助我理解重庆的实验和为我提供相关材料，以及白凯和彭玉生对

文章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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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科斯(Ronald H. Coase)为代表的所谓“新制度经济学”是对怎样理解中国经济改

革影响最大的理论。它所强调的主要是市场环境下的私有公司组织和相关法律所起

的作用，没有真正考虑到中国地方政府所扮演的角色。Andrew Walder 和钱颖一

（Yingyi Qian）等人因此特别点出这个缺点，论证中国地方政府和它们所办的乡镇

企业的行为其实相似于市场经济中的公司，乃是改革早期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 

 

但以上两种意见都不能够解释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的演变。中国经济发展的火

车头从乡镇企业一变而为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的竞争下，对外来企业所提供的

积极配合和大力支持。后者变成此后中国国内产值（GDP）快速增长的主要动

力。在“招商引资”中，地方政府普遍为外来企业提供低于自家开发成本的廉价土

地和配套基础设施，以及各种显性和隐性的补贴以及税收优惠，并允许它们规避现

有劳动和环保法律。如此的“非正规”实践的广泛运用为新建立的市场经济以及旧

计划经济所遗留的官僚体制起了协调作用，是中国发展经验的关键。同时，也导致

一个极其庞大的，处于国家法规和福利覆盖范围之外的“非正规经济”。 

 

过去的分析要么强调民营企业的作用，要么强调地方政府的作用，但忽视了更为关

键的、处于两者之间的关系。结果不仅忽视了两者之间的协调机制，也忽视了中国

发展经验的社会维度。本文采用的是具有理论含义的历史分析，既指向对中国发展

经验的新的理解，也指向对当前问题的不同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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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有分析与历史经历 

 

（一）新制度经济学 

以下三位经济理论家对中国改革经济和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影响至为重要：对计划经

济的理解，主要是哈耶克（Friedrich A. [von] Hayek）和科尔奈（Yanos Kornai），

而对市场经济的理解则主要是科斯（Ronald H. Coase）和他所代表的“新制度经济

学”。他们的影响可以见于代表中国主流经济学的吴敬琏先生的著作。 

 

首先是哈耶克，他在这个问题上的主要论点是，从批评新古典经济学切入，论证人

并不像新古典经济学所假设的那样，并不是纯理性的，所掌握的信息也不完全，但

虽然如此，他们在不完美的市场中凭价格所做出的抉择，仍然要远远优于计划经

济。他认为，如此的认识才是“真正的个人主义”（true individualism），不同于

新古典经济学所假设的那种具有完美“理性”的个人主义。市场价格所包含的是不

完美的但是“真正的知识”，远远优于科学主义的经济学家们所追求的那种假知

识。经济学家们所常犯的错误是把理念等同于实际，并沉溺于数学模式。如此的意

识延伸到其极端便成为计划经济的错误，它试图以少数几个人的计划来替代市场和

其价格信号。(Hayek 1980： 尤见第 1、6 章；亦见 Hayek 1974) 

 

在他的个人主义和拒绝国家干预市场观点上，哈耶克显然是一位“古典自由主义

者”。这也是他的自我称呼。因此毫不奇怪，他在西方会成为新保守主义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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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潮所最推崇的经济学家之一，获得美国里根总统（Ronald Reagan）、英国首相

撒切尔夫人(Margaret Thatcher)、美国总统（老）布什(George H. Bush)等授予的各

种荣誉。(“Friedrich Hayek”， www.wikipedia.com，根据 Ebenstein 2001：305 等

各处) 在中国改革的政治经济环境中，哈耶克，作为 20 世纪 30 年代计划与市场经

济大论战中的主角之一，自然具有极大的影响。 

 

科尔奈则是详细论析“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主要理论家，提出了对其内在逻辑的

完整分析模式。其中最关键的是两个概念：“短缺经济”和“软预算约束”。社会

主义体系是建立在国家极权之下的，其财产所有权属于国家，也就是说“人人所有

而又无人所有” (Kornai 1992：75)；其经济协调机制来自官僚体制（bureaucratic 

coordination）而不是市场；其企业不遵循市场规律——它们即使亏本也不会倒

闭，仍然会被官僚体系所支撑。正因为这些企业并不遵循市场供求机制，不遵循由

无数销售者和购买者在其“横向连接”（horizontal linkages）中所组成的价格信

号，而是取决于由官僚体系中的上级和下级间的“纵向连接”（vertical 

linkages），它们不会提供消费者所真正需要的物品，因此导致惯常性的“短缺”

（以及不需要的多余）。如此的“短缺”科尔奈称作“横向短缺”（horizontal 

shortage）。此外，在社会主义体系最关键的官僚体制上下级间的连接中，下级惯

常追求上级拨发的最大化以及自己生产指标的最小化，而其上级则反之，结果导致

惯常性的“纵向短缺”。和哈耶克同样，科尔奈认为唯有市场机制才能解决计划经

济的这些弊端。(Kornai 1992：尤见第 11、15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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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对市场经济的论析，科斯的公司（the firm）理论影响最大。科斯认为，新古

典经济学特别强调理性经济人的个人行为，忽视了公司组织的关键性。在市场经济

中，“交易成本”至为重要：信息、交涉、合同、执行、验收以及解决纠纷等都需

要一定的成本。公司组织之所以兴起是为了减低用合同与转包来组织个别生产者的

交易成本。因此，一个公司的大小取决于其进一步扩大公司组织的边际成本相对于

通过合同来组织同样活动的边际成本。在前者大于后者的时候，公司组织便会停止

扩张。在广泛的交易成本的现实下，法规成为不可或缺的条件。科斯解说，要明白

其中道理，我们只需想象一个不具备法规的证券或物品交易所，它们不可能顺利进

行交易，交易的成本因此将会高得不可思议。(Coase 1988，1991) 以上是所谓“新

制度经济学”的核心。1它的主要贡献在于突出公司和法律在经济发展中的关键作

用。 

 

对中国主流经济学影响特大的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家们还包括舒尔茨（Theodore 

Schultz）和诺斯（Douglass North）。前者在他 1979 年的诺贝尔奖词中特别突出

“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的关键性(Schultz 1979)，2后者则特别强调法律制度，尤

其是清晰的产权(North 1993; 1981)。以上讨论的五位中有四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哈耶克 ，1974 年；舒尔茨 ，1979 年；科斯 ，1991 年； 诺斯 ，1993 年)，其中三

位执教于新制度经济学的大本营芝加哥大学。 

                                                 
 
1 其名称 1975 年首创自Coase的学生Oliver Williamson 。 
 
2 他影响很大的 1964 年的著作《改造传统农业》其实没有如此清楚地突出这点。

对舒尔茨理论对错的详细讨论见黄宗智 200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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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总结的哈耶克－科斯－科尔奈的核心概念和洞见构成中国主流经济学家吴敬琏

关于中国经济改革的代表性著作的分析框架。(Wu 2005)1 在讨论各种理论传统和

论争的第一章中，吴明确表示认同哈耶克的观点，特别强调哈耶克（以及科尔奈）

的概念：价格信息虽然不完美但它包含无数人在使用无数资源时的反馈，而计划经

济则拒绝依赖价格信号，试图凭借少数几个人通过计划来得出完美的信息来替代市

场价格机制。(Wu 2005：第 1 章，尤见 13-14，18-20) 

                                                

 

科尔奈是吴敬琏赖以分析计划经济弊端的主要理论家，尤其是他的“软预算约束”

和“短缺经济”两大概念。我们可以从吴书众多部分看到这些概念的影响（例见

Wu 2005：29-30，71，73，141；下面还要讨论)。 

 

吴敬琏虽然没有直接引用科斯，但他书中对交易成本、私有产权的法律保护、公司

组织、以及民主等都十分称道。(Wu 2005：尤见第 1、2 章) 他争论，计划经济附

带非常高的信息成本，也就是说非常高的交易成本，这是因为计划经济只可能导致

对经济实际的歪曲和错误认识。此外，和哈耶克与科尔奈一致，吴认为自由民主政

治制度乃是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政治条件。2 

 

 
1 这里引用的是 2005 年的英文版，乃是他 1999 年中文版教科书（吴敬琏 1999）的

增订版。 
 
2 吴敬琏的理论认同虽然非常明确，但应该指出，他的许多分析具有一定的实用

感，这点可以见于他的一些具体观察和建议，例如关于小家庭农场的分析（第 3
章）、金融制度的讨论（第 6 章）以及社会保障改革的意见（第 9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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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略为不同的说法是林毅夫等的分析，其焦点是“发展战略”，表述的是市场经

济绝对并完全优于计划经济的主流意见（虽然他并没有引用哈耶克或上述其他的主

要制度经济学理论家）。对林来说，中国之向市场化和私有化的转轨主要意味转入

更符合中国的要素禀赋的经济政策，从重工业转到轻工业，从资本密集转到劳动密

集生产，由此充分利用中国极其丰富的劳动资源，合适地借重中国的“比较优

势”。对林（以及其书的合著者蔡昉和李周）来说，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

素。(Lin，Cai and Li 2003)1 

 

以上的这些来自哈耶克－舒尔茨－科斯－诺斯－科尔奈，以及在吴敬琏－林毅夫等

著作中得到回响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获得高层决策者的认可并得到实施。我们在

改革期间所看到的是稳定扩展的市场化和私有化、频繁的立法、科斯型公司的迅速

扩增、企业人才的蓬勃兴起和被歌颂等。 

 

（二）Andrew Walder－钱颖一的批评 

 

在经验层面上，以上的分析的主要问题是忽视了地方政府所扮演的角色，因此才会

有另一种理论解释的兴起，即社会学家 Andrew Walder 的论析。它是在政治学家

Jean Oi 的“地方国家公司主义”（local state corporatism）概念（Oi 1992，1999）

以及 Susan Shirk 的地方分权乃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政治逻辑”论点(Shirk 1993)的

                                                 
 
1 至于科斯理论的其它部分，国内倡导者很多。最近比较强有力的著作是周其仁的

文章（2010）。他强调，产权私有化引发“人力资本”的发展，也降低了 “交易

成本”。计划经济则等于是一个过分庞大的公司，其组织∕制度成本非常之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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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上形成的。Walder 特别针对科尔奈的理论提出商榷。其后是经济学家钱颖一

的“中国式联邦主义”（Chinese federalism）概念。Walder 和钱的论析是对上述主

流意见的最主要的经验与理论性挑战。 

 

Walder 直接挑战科尔奈对“社会主义体系”的分析。他论证，在中国改革的行政

体系中，伴随管辖范围之从中央下降到地方（在他的分析中，地方政府包括乡村权

力机构），企业的“软预算约束”会变得越来越硬，信息越来越完全、福利负担越

来越轻、政府对来自企业的利润和税收关心越来越强。他强调，乡村层级的企业的

运作其实是遵循“硬预算约束”的。(Walder 1995) 

 

Walder 的分析被经济学家钱颖一进一步用纯经济学词汇和数学模式来说明。钱把

地方政府表述为一个类似于公司的组织，和公司同样为激励和竞争机制所推动。和

Walder 同样针对科尔奈的理论，钱争论改革期间的地方政府的性质其实是“维护

市场”的。这个论点的关键概念是，科尔奈的“软预算约束”是被分权治理下地方

政府对企业收入和税收的关心所克服的。财政收入竞争使得地方政府不愿维持亏本

的企业，因此导致对企业的硬预算约束。为了和他的西方（美国）同行沟通，钱拟

造了“中国式联邦主义”新词，把中国的地方政府比拟美国联邦主义下的州政府

（下面还要讨论）。 (Qian and Roland 1998； Qian and Weingast 1997； 

Montinola，Qian and Weingast 1995)  

 

 8



Walder－钱的论析可以视作对科尔奈理论的一个重要纠正。科尔奈的目的是要论证

“社会主义体系”（以及“共产主义的政治经济”）中的“常规现象”，并把它们

置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完全对立的非此即彼二元框架之中。Walder－钱则以中国

的地方分权，以及其与例如前苏联∕俄国高度中央集权的不同，来论证国家行为可

以是维护市场而不是反市场的。未经明言的是，市场和政府、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

未必是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我们甚至可以说，他们的论点讽刺性地点出，哈耶克

－科斯－科尔奈的主流新制度经济学虽然特别强调其所谓制度，其实具有很大的盲

点，使他们忽视了中国地方政府和其企业的相互间的竞争在中国发展中所起的关键

作用。 

 

同时，Walder－钱的论点也显示，这个辩论其实仍然是在主流制度经济学所定的框

架之内进行的。计划经济被全盘否定；市场机制不容置疑。Walder－钱所论证的其

实最终只是，价格机制、竞争、牟利等市场原理也能适用于政府组织，而不是说市

场原理并不足以解释中国的发展经验。 

 

我们可以说，以上的两种观点分别点出了同一故事的两个重要方面：科斯理论突出

民营公司及其企业家们在日益扩展的经济中的角色，以及国家法规在日益复杂的经

济中的作用；Walder－钱则突出地方政府所扮演的角色：在“维护市场的联邦主

义”下，充分发挥分权和税收激励的作用，对其企业实行硬预算约束，为自身的地

方利益而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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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起来，这两种意见对改革早期的实际似乎掌握得相当完全。两者的弱点要在改

革后期的经济发展以及其经验研究中方才呈现。 

 

（三）改革后期的经验 

 

新的经验实际呈现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之后。发展的关键因素变成不简单是地方

政府，也不简单是民营企业，而是两者之间的关系。发展的前沿从由地方政府发

起、经营或控制的企业转到外来的投资（包括“外资”和“港、澳、台”）以及快

速扩增的（较大的）民营公司和（较小的）“私营企业”（2006 年平均雇用 13

人）；地方政府的角色则从兴办和经营企业一变而为招引和支持外来的企业。伴随

投资规模的扩大，地方政府经济活动的主要所在地也从基层的村、乡上升到县、省

和市。 

 

表 1：按登记注册类型分城镇就业人员数（万人） 
 
 

年份 总数 国有 集体 其它* 公司** 港澳台 外资 私 
营*** 

个体 未登记
*+ 

    1980 10525   8019 2425  0     81  
1985 12808   8990 3324 38      6  450  
1990 17041 10346 3549 96     4   62   57 614 2313 
1995 19040 11261 3147 53   317 272 241 485 1560 1704 
2000 23151   8102 1499     197 1144 310 332 1268 2136 8163 
2005 27331   6488   810     233 2449 557 688 3458 2778     9870 
2008 30210   6447   662     207 3034 679 943 5124 3609 9505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2009》：表 4-2。 
* 即联营单位（“两个及两个以上不同所有制性质的单位”）+ 股份合作单位（由企业职工共同出

资入股单位）。(《中国统计年鉴 2008》：29) 
** 有限责任公司 （指“有两个以上、五十个以下的股东共同出资”）+ 股份有限公司（“其全部

注册资本由等额股份构成并通过发行股票筹集资本”）（《中国统计年鉴 2008》：29）。“有限

责任公司”包含“国有独资公司”，但后者只占“有限责任公司”所有从业人员的 17%（《中国统

计年鉴 2009》：表 13-1）。 

 10



***“指由自然人投资设立或自然人控股，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营利性经营组织”（《中国统计年鉴

2008》：29）。 
*+ 得自（来自人口普查的）总数减去上列各种登记类型单位所填报的就业人员数。 
 

 

表 2：按登记注册类型分城镇就业人员数（%） 

年份 总数 国有 集体 其它 公司 港澳台 外资 私营 个体 未登记 
1980 100 76.2 23.0      0.8  
1985 100 70.2 26.0 0.3     3.5  
1990 100 60.7 20.8 0.6   0.4 0.3 3.6 13.6 
1995 99.9 59.1 16.5 0.3 1.7 1.4 1.3 2.5 8.2  8.9 
2000 100 35.0   6.5 0.9 4.9 1.3 1.4 5.5 9.2 35.3 
2005 100.1 23.7   3.0 0.9 9.0 2.0 2.5   12.7   10.2 36.1 
2008 99.9 21.3   2.2 0.7     10.0 2.2 3.1   17.0   11.9 31.5 

资料来源：见表 1。 

 

表 3：按登记注册类型分乡村就业人员数（万人） 
 
年份 总数   % 乡镇

企业 
  % 私营

企业 
  % 个体   % 农业*   % 

1980 31836  100   3000   9.4     28836 90.6   
1985 37065  100   6979 18.8     30086 81.2 
1990 47708   99.9   9265 19.4   113   0.2 1491   3.1 36839 77.2 
1995 49025  100 12862 26.2   471   1.0 3054   6.2 32638 66.6 
2000 48934  100 12820 26.2 1039   2.1 2934   6.0 32141 65.7 
2005 48494  100 14272 29.4 2366   4.9 2123   4.4 29733 61.3 
2008 47270  100 15451 32.7 2780   5.9 2167   4.6 26872 56.8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2009》：表 4-2。 
* 得自乡村就业人员总数减去乡镇企业人员数、 私营企业人员数以及 个体人员数。 

 

 

新的实际可以见于表 1、表 2 和表 3。在 80 年代和 90 年代上半期，最显著的发展

部门是乡村企业，其绝大部分最初是由地方政权所创办的。一个能够说明经济演变

内容的指数是各种不同登记类型单位的就业人员数和比例：在城镇，包括国有、集

体、公司、外来投资单位、私营企业和个体户；在“乡村” （按照国家统计局所定

指标，包含县城关镇级以下的乡镇），包括乡镇企业、私营企业和个体户。正如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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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所显示，这个期间发展最快速的是乡村的乡镇企业。到 1995 年，它们的

“离土不离乡”就业人员数已经达到 1.28 亿人，相对该年城镇总就业人员数的

1.90 亿人。 

 

虽然如此，迟至 1995 年，在城镇就业人员中，国有企业仍然占到全就业人员数的

59.1%（表 1，表 2）；民营企业所占比例则仍然较小，其中民营公司才 1.7%、私

营企业才 2.5%，而外来投资企业也才 2.7%。1 

 

但其后则非常快速转变。到 2008 年，规模较大的民营公司和规模较小的私营企业

以及外来投资的企业的就业人员总数达到将近 1 亿（0.978 亿），相当于城镇就业

人员总数的 32.3%（见表 2）。而 90 年代后期国有企业就业人员大规模下岗（共

约 5000 万人），其后则是进入新世纪后国有企业的大规模改制；到 2008 年国有和

集体单位就业人员减少到 7100 万人，只占城镇就业人员总数的 23.5%。（表 2） 

 

国家统计局虽然没有提供根据不同登记类型区分的产值数据，但我们可以推测，外

来投资、民营公司和私营企业所占产值比例应该高于它们所占的（将近）1/3 的就

业人员数。根据统计局的（不太理想和精确的）“规模以上”（即年营业务收入在

5 百万元以上的）企业的“工业总产值”指标，2008 年国有和集体单位所占比例已

                                                 
 
1  但未经登记的人员 1990 年已经达到 2300 万之数，亦即城镇就业人员的 13.6%。

这是后来农民工爆发性增长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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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缩小到 11%，而民营企业（即公司+私营企业）和外来投资企业则已扩大到 88%

（见附录及表 4）。 

 
 
与此相比，乡镇企业远远没有像早期那样蓬勃扩增。它们在就业人员总数中所占比

例在 1995 到 2000 年间停滞不前，徘徊于乡村就业人员的 26%。1 

 

民营企业所占数量和比例的快速扩增当然会被人们用来支撑主流制度经济学和市场

主义的正当性。中国确实变得日益资本主义化，私人资本在其戏剧性的发展中确实

起了与日俱增的作用。但是，我们要问：中国的发展是否真的可以简单地用科斯的

资本主义公司理论来理解？确实可以用主流制度经济学的凭借私有产权+法律保障

来减低交易成本的理论框架来理解？ 

 

（四）现有分析的盲点 

 

主流新制度经济学再一次不能解释地方政府所扮演的角色，正如 Walder－钱对改

革早期的发展经验已经证实那样；但是，Walder－钱的分析也不能解释改革后期的

经验。Walder－钱的关注点是地方政府自己创办、经营或控制的企业；他们的分析

是在 90 年代前期形成的，明显是基于改革早期主要由乡村企业推动的发展经验。

                                                 
 
1 但在 2000 年之后再次上升，2008 年已达到 1.54 亿之数。此时的乡镇企业大部分

是私有的（国家统计局没有提供按照所有制区分的数据）。同时，乡村私营企业也

快速扩增，2008 年达到 2780 万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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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分析的缺陷是 90 年代中期以后，地方政府的活动重点已经不在直接建立、

经营或控制企业，而在一种配合性的招引民营和外来资本。 

 

在中国的制度环境中，地方政府和新的企业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真正关键的因素，

在近 15 年中比民营企业在市场上的交易成本和地方政府企业都来得重要。它们之

间的关系体现在“招商引资”一词之中，它已经成为地方政府的头等大事，也是地

方官员考核的主要标准（王汉生、王一鸽 2009）。（应该说明，地方政府间的分

权竞争乃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高度集中的干部委任和纪律体系下运作的）(黄宗智

2009a）。我们需要知道：招商引资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它是怎样运作的？ 

 

科尔奈没有认真对待这个问题。在他看来，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分别是自我连贯一

致的体系，所遵循的逻辑是截然对立的：社会主义是一个共产党“极权”的体系，

而资本主义则是一个自由民主的体系，两者互不相容。两者的混合只可能导致矛盾

和冲突：极权和公民社会权力只可能对立；官僚管理只可能和资本主义企业相互矛

盾；软预算约束只可能和硬预算约束对立；计划生产只可能和价格机制相互矛盾

等。在矛盾和冲突之下，其结果只可能是唯利是图的价值观和官员的贪污，就像在

中国那样。(Kornai 1992：尤见第 15 章；亦见第 21 章，509-511；亦见 570-574) 科

尔奈这个分析所不能回答的是：中国的经济体系果真如此充满矛盾和冲突，我们又

该怎样来解释改革期间令全世界瞩目的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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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非此即彼二元对立对过去关于中国经

济改革的理解影响深远。我们已经看到，哈耶克－科尔奈，以及他们之后的吴敬琏

－林毅夫都把如此的对立看作给定前提。（科斯的公司理论则把高度发达的市场以

及高度规范化的合同与法律当作给定事实）。使我们感到诧异的是，反驳他们的

Walder－钱，兴许是无意的，并没有对如此的对立提出明确的质疑。他们的辩论最

终并没有指出这样的对立所导致的错误认识，而只是争论中国的地方政府行为其实

与资本主义公司组织相似。在他们对地方政府和乡村企业的分析中，所强调的因素

是和主流经济学一致的，即市场竞争、激励以及硬预算约束。我们可以说，哈耶克

－科尔奈－科斯所强调的是资本主义型公司对经济发展的推动，而 Walder－钱所

强调的则是和资本主义公司相似的地方政府对经济发展的推动。双方同样认为资本

主义型的市场机制效应最佳；两者都没有考虑到中国改革后期中政府与企业、计划

与市场的新型关系。 

 

今天回顾，我们可以看到辩论的框架和条件其实完全是由新制度经济学以及与之志

同道合的新保守主义（国内外左派惯称“新自由主义”，亦可称作“古典（放任）

自由主义）所设置的。双方都以计划经济的全盘错误和失败作为给定前提，都以为

唯有纯粹的市场机制才能理性地配置资源。Walder－钱反驳的焦点不是如此的二元

对立，而是要说明即便是政府也可以遵循资本主义和市场逻辑来运作。双方都把

“转型”理解为从计划到市场、社会主义到资本主义的完全转变。双方都没有从两

者并存的角度来考虑“转型”，因此也没有考虑到两者之间的关系的动态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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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改革中呈现了民营企业的广泛扩增，但是，他们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在实

际运作中到底是怎么样的？当然，改革中呈现的是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但那样的

竞争相对新兴的企业来说到底是什么？地方政府在改革后期的“招商引资”竞争中

到底为那些企业做了什么? 要精确掌握中国的发展经验，我们必须回答这些问题。 

 

二、非正规实践与非正规经济 

 

从历史视角来考虑，改革期间的中国经济体系明显是一个混合体，同时具有旧计划

经济和新市场经济的特征。科尔奈指出其间的“不协调性”（incoherence），毋庸

说是对的，但我们需要进一步问：两者又怎样协调而产生中国改革中的戏剧性发

展？ 

  

在我看来，关键在实际运作中的高度伸缩性，亦即国内惯称的“变通”，主要体现

于规避、绕过甚或违反国家法规的非正规经济实践。以下首先是对 90 年代中期以

来地方政府和企业在实际运作中的关系的简单总结，主要来自新近的经验研究，其

后讨论这个发展经验的理论、方法和实用含义。 

 

（一）地方政府和企业在实际运作中的关系 

计划经济的一个不容否认的弱点是其极其沉重的官僚管理体系对企业人才和创新的

压制；但同时，正因为政府的高度集权，它能够在短期内动员大量的资源。这首先

意味对一个企业来说，政府的支持乃是不可或缺的条件，只有获得其支持才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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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众多部门和层级获得必须的许可证和资源，才有可能顺利运作。用制度经济学的

话语来表述，与官僚体制打交道的“交易成本”非常之高，除非同一官僚体制为了

招引其投资而特地为之铺路，规避甚或违反现有法规。这是我们所说的地方政府变

通行为为旧体制和新经济起到协调作用的第一层含义。 

 

但这只是其一小部分。高度集中的权力之被用于发展（在改革早期创办乡村企业的

时候已经展现）在改革后期一再展示，尤其可见于地方政府之为经济建设而大量征

用土地。它们之所以能够征用土地的部分原因是中国的不清晰的产权制度：其使用

权属于农民、所有权属于集体、但国家保留为建设而征用土地的特权。1中央政府

虽然多次声称要严格控制土地征用，防止滥用，但实际是，至少已有四五千万农民

的土地被征用。2(天则经济研究所 2007：7；陶然、汪晖 2010) 

 

地方政府征地所付给农民的赔偿一般都比较低，相对开发后的市价更显得如此（下

面还要讨论）。这是地方政府之所以能够招引投资的一个关键因素，也是地方政府

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一定程度上甚至是其成功的“秘诀”（下面还要讨论）。 

 

                                                 
1 这方面，物权法和土地管理法之间有明显的矛盾——见黄宗智 2010a：第 4 章。 
 
2 我们缺乏精确的数据。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陆学艺 2002）
的牵头人）2005 年给出一个比较高的估计：1.5 亿亩，涉及 9000 万农民。（陆学

艺 2005）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中国土地问题课题组（2007）得出的则是 4000～
5000 万失地农民（天则经济研究所 2007：7），被征土地总数可能介于 4000～
8000 万亩之间。我们知道耕地总面积从 1996 年的 1.951 亿亩下降到 2006 年的

1.829 亿（同上：10），但这个数字包含来自其他原因的耕地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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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光靠土地不行，其开发需要能源、道路、运输等配套基础设施。那些也是地

方政府为招商引资而提供的一揽子条件中的重要部分。正因为如此，基础设施早已

成为地方政府特别关心的头等大事之一，是他们招引投资工作不可或缺的部分。 

 

使人惊讶的是，地方政府居然能够并愿意以低到自家成本的一半价格来为外来企业

提供土地和配套基础设施。一项关于土地比较紧缺的浙江省的研究指出，该省足足

有 1/4 的土地是以不到成本的一半价格出让给外来商人的。平均是 86%：征地和

配套基础设施成本 10 万元∕亩的土地的平均出让价格是 8.6 万元。在土地更加短

缺的苏南地区，例如苏州，成本（征地+配套设施）20 万元∕亩的工业用地，平均

出让价是 15 万元，与其竞争的邻近地区则有出让价低达 5～10 万元∕亩的。陶然

和汪晖在这个题目上发表过多篇研究，他们认为，以每亩亏本 10 万元的价格出让

土地来招引投资是常见的现象。（陶然、汪晖 2010；陶然、陆曦、苏富兵、汪晖

2009） 

 

地方政府也常为引入的重点企业提供现金补贴。一个例子是农产品重点企业，在农

业部新近发表的关于农业“产业化”（亦称“纵向一体化”）的首篇长篇报告中有

比较详细的材料：2000 到 2005 年间，中央政府投入共 119 亿元来扶持国家级的

“龙头企业”。地方政府亦步亦趋，比较发达的山东、江苏、浙江、上海等省市，

每年投入 5000 万元来支持龙头企业（有的直接扶持企业资金周转，有的是贴息贷

款）。此外，以山东省为例，该省内的市、县政府更在此上每年投入共 1 亿元。另

外还提供税费减免优惠，每省市年 1000 万元或更多。这样对农产品重点企业的扶

 18



持已经是地方政府竞相招商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是在中央政府领导下进行

的。（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相应农户需要而自发兴起的农业合作社则等于被排

挤，既基本得不到政府的补贴也不能向政府控制的银行贷款）。(《中国农业产业

化发展报告》2008：219，194，179，199，188，236；黄宗智 2010b) 

 

地方政府愿意不惜成本来招商引资是为了其后的回报。首先是企业增值税和所得税

的财政收入（虽然中央政府要拿走前者的 75%和后者的 50%）。更重要的是之后

的一连串财政收入：从连带兴起的服务业和小企业可以征得营业税和所得税，而那

些是 100%归属地方政府的。（陶然、汪晖 2010） 

 

更重要的是之后必定会发展的房地产以及其在市场上的升值。这里地方政府可以从

开发商挣到十分可观的利润，远远超过其征地所付出的成本。2007 年的一项经验

研究说明，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地方政府征地平均付出的代价是 2.5～3.0 万元∕亩，

而他们从开发商获得的出让价则平均是 14 ～35 万元∕亩（而土地最终的市价是

75～150 万元∕亩，也就是说原来征地成本的 30 到 50 倍）。(天则经济研究所

2007：8)  正因为如此，较发达地区的地方政府的预算外收入有足足 60～70%来自

土地开发的收入。(天则经济研究所 2007：10； 亦见黄小虎 2007：46) 事实是，征

用土地乃是地方政府经济建设经费的最主要来源。 

 

从企业的视角来考虑，它们获得的不仅是补贴和支持，也是其后（当然，要与地方

政府维持良好的关系）的保护，可以借以免去众多的可能收费、摊派和行政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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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因为改革的特殊国家体系：它说的是一回事，做的是另一回事。劳动法规可以

在与当地政府的“共谋”下在不同程度上绕开甚或违反。环保法规同样。税收制度

也基本相似：企业不仅可以享受减免或返还税费，也可以避免将来所可能合法征收

的税目。(张建君、张志学 2005；亦见 陶然、汪晖 2010、2009) 

 

即便地方政府对企业施加压力要让它们遵循国家法规（大型的内外资企业更可能受

到这样的压力），企业仍然可以廉价利用处于法律保障之外的非正规工人。它们也

可以利用非正规的小企业和大量的个体户（亦即“新”和“旧”的“小资产阶

级”——详见拙文黄宗智 2008a）。这种在廉价的“非正规经济”（下面还要讨

论）中的转包的成本要远低于企业公司扩大自己正式组织，对跨国公司来说尤其如

此（下面还要讨论）。 

 

可以见得，这一切使外来的企业处于十分有利的地位，因为它们得助于地方政府间

的激烈竞争（想象一个有众多不同地方政府竞相招商引资的交易会），因为它们可

以获得廉价的土地、能源等设施配套、税收优惠、直接和隐性的补贴以及庞大的廉

价非正规经济的支撑。 

 

以上是中国之所以能够招引比任何其它发展中国家要多的外来投资的重要秘诀。也

是为什么外来投资企业 2008 年已经占到“工业总产值”统计指标的 30%，和国内

“公司”基本相等（相当于占 11%的“国有”+集体单位的将近三倍）的原因（见

附录，表 4）。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的商品交易对 GDP 的比例（即出口+进口产品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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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GDP 的百分比）已经高达 64%（2005 年数字），远远高于美国、日本、印度的

约 20%（以及巴西的 25%）(Naughton 2007: 377)。这也是为什么中国 1996 到 2002

年的外国直接投资（FDI）年平均占到 GDP 的 4%，远高于日本、韩国和台湾地

区。（Naughton 2007: 404-405）正如许多经济学家指出，中国的经济发展在相当

程度上乃是“出口带动”的。 

 

地方政府的非正规经济实践，它们之把正式法规非正式地运作，乃是这个体系的核

心。体系的整体可以说既包含计划经济的特征（专横的官僚制度、快速组织资源的

能力以及对经济发展的惯常干涉），也包含新市场经济的特征（资本主义型公司、

价格机制、供求规律、竞争）。在改革后期，协调两者的是地方政府权力和资源的

非正规运用，可以说是一种“有计划的非正规性”，而且是在中央政府的默许下运

作的。 

 

（二）体制性成本与收益 

地方政府和企业间的关系是如此重要，难怪会有众多相关研究，包括对前政府官员

之加入民营企业的研究（例如 吴文锋、吴冲锋、刘晓薇 2008），甚至统计企业董

事会上的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和人民代表大会成员，然后试图研究这种“政治资本”

与企业绩效的关联（例如 胡旭阳 2006；胡旭阳、史晋川 2008）。此外更有详细分

析企业需要什么样的策略和行动来建立和维持其所需要的政府关系的研究（例如张

建君、张志学 2005)。诸如此类的研究对我们在上面总结的经验实际的了解有一定

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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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研究者把上述现象等同于美国各州招引外资的竞争，试图仿效美国的公共部门

经济学（public sector economics）研究。他们引用最多的例子是 1994 年Alabama州

为了招引奔驰汽车公司在该州建厂，以及 1989 年Kentucky州为了招引丰田汽车公

司在该地建厂而提供的高额补贴。1但这两个例子对美国来说其实是反常而不是一

般的现象，局限于其正在衰弱的一个经济部门。正如Paul Krugman等指出(Gra

and Krugman 1995; Glickman and Woodward 1989)，美国对外资所采取的态度主要

是“中立”的，对外来和国内的资本基本一视同仁；投资的落点其实更多取决于

“集聚效应”(“aggregation effect”： 某一部门工业的公司都聚集在那个地方，因此

我们也要在那里），而不是特殊补贴。在美国公共部门中惯行的是“游说”用来影

响立法（lobbying），而不是像对奔驰和丰田案例那样的补贴。(Grossman and 

Helpman 1994; Biglaiser and Mezzetti 1997) 

ham 

                                                

  

在中国，美国公司的那种游说经济行为比较少见；它的实际更在于中国特殊的国家

体制以及其混合（计划与市场）的经济制度。在中国所惯见的在美国是反常现象；

我们不应把两个体制等同起来。 

 

 
1 1994 年，奔驰公司计划投入 250～300 万美元建立一个预计要雇用 1500 人员的工

厂。Alabama州（Vance市）以价值 330 万美元的补贴赢得这场竞争， 包括税收优

惠、建厂用地和配套基础设施、甚至一个德语的学校（消息是The Economist 1994
年 1 月报道的）。另一个有名的例子发生在 1989 年，丰田公司计划投入 800 万美

元建厂，预计雇佣 3000 人员。获胜利的是提供价值 126 万美元的一揽子补贴的

Kentucky 州。（Bigaliser and Mezzetti 1997; Black and Hoyt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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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体制的特殊性在于它的高度非正规化的运作。如此的非正规性存在于任何体

系，但很少有像中国那么高的程度。正规制度在改革后期的中国经济整体所占的比

例是比较低的，常常只是一种姿态（或者代表某种理想），但其眼前的实际运作主

要是非正式而不是正式的。 

 

在这样的体系内， 来自与其政治经济制度打交道的（也许可以称作）“体制性收

益”其实要高于其“体制性成本”（即为了与体制打交道和与之维持良好关系而花

费的成本）。结果是一个对投资者非常有利的制度环境。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不仅可

以大幅度降低企业的“交易成本”，也可以为它带来高额的显性与隐性补贴。这是

科尔奈所强调的体系性矛盾和贪污的反面。它可以解释钱颖一等在他们 2006 年的

开创性的（但相当严谨的）对在中国投资的回报率研究的发现：“中国投资回报率

总额在 1979 到 1992 年间从 25%降低到 1993 到 1998 年及其后的约 20%。如此的回

报率（用同样方法来计算）要高于大多数的发达国家，也高于包含众多处于不同发

展阶段国家的样本。” （Bai, Hsieh and Qian 2006：62）1 这样的结论当然和中国

吸引了比其它发展中国家要多的外来投资的事实是一致的。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

（UNCTAD）2005 年的一项对专家和跨国公司的问卷调查发现，作为投资目的

地，中国在世界上排名第一，远高于其它国家。(高柏 2006：表 7)  

 

                                                 
1 此文的图 10（第 83 页）展示中国在 52 个国家的样本中所处地位。大部分的国家

处于 2%～10%之间，而中国则高达 16%（这是作者们按照样本所用指标的重新计

算）。 

 23



这一切意味的是，在中国的改革经济体系中，（我们所称作）“体制性成本∕收

益”是个关键因素，比科斯理论所强调的市场正规合同交易成本更加重要，也比科

尔奈和 Walder－钱所强调的地方政府企业到底处于软预算约束还是硬预算约束下

的问题重要，起码在最近 15 年间如此。它们对一个企业之能否创建、良好运作以

及有多高利润起到几乎决定性的作用。 

 

（三）非正规经济 

改革后期的经济体系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发展经济学之所谓“非正规经

济”，笔者已在另文中详细讨论（黄宗智 2009b）。中国从计划经济传统所继承的

虽然是个高度官僚化和正规化的经济，但在改革期间的非正规经济实践下，已经极

其快速地形成了一个极其庞大的非正规经济。首先是城镇（指县城关镇及以上的城

镇）部门的未经登记的人员（主要是“离土又离乡”农民工，区别于此前“离土不

离乡”的乡村企业就业人员），2005 年已经达到 1 亿人之数，即城镇就业人员总

数中的 36%（见表 2）。本文之所以把他们称作“非正规”是因为他们接受的是低

于正规“职工”的工资以及不附带正规职工所享受的法律和福利保障（这也是联合

国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r Office， ILO——所采用的定义）。根据

2006 年由国务院研究室牵头的比较权威性的调查报告，农民工平均每天工作 11 小

时，每周 6 到 7 天，即比一般正规职工要高出约半倍的时间，而其获得的报酬则只

是正规职工的 60%，而且是没有考虑到福利差别的比例。（《中国农民工问题研

究总报告》2006；黄宗智 2009b：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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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果加上小规模私营企业的员工和个体户（大多是农民工或下岗工人），他们

一般也没有法律和福利保障，非正规经济人员总数要达到城镇总就业人员数的

60%（见表 2）。1 

 

这个非正规经济以及其近几十年的快速扩增乃是发展中国家的一个普遍现象，但在

发达国家以及前计划经济国家则占较低比例。在一定程度上，它是全球化所导致

的，是全球资本跨越国界而探寻比自家便宜的劳动力所导致的。非正规经济的扩增

是为了给外来资本提供廉价劳动力，也是为了给新来的经济提供各种廉价服务。它

是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兴起的现象。中国是较晚进入全球化体系的国家，较晚呈现

这个在其他发展中国家已经具有半个世纪历史的现象。 

 

事实是，中国改革的历史相当程度上是此前的正规经济的非正规化的历史。如表 1

和表 2 所显示，2008 年正规职工所占比例已经从计划经济时期城镇就业人员总数

的将近 100%下降到 40%。 

 

非正规经济在全世界的爆发性扩增是如此的显著，联合国的国际劳工组织早已把它

作为其工作的聚焦点，特别突出其人员所忍受的，在法律保障范围之外的以及常是

不人道的工作条件，呼吁要为这个庞大的人群——包括在正规经济中工作的非正式

工人以及为正规经济提供各种各样廉价服务的人员，他们几乎全是在正规法律和社

                                                 
 
1 当然，其中少数人员享有福利或部分福利，但我们要把他们和正规部门中的非正

规临时工和半正规合同工、以及集体部门的职工和小型的外来投资单位等（其中有

许多人员不享受正规法律和完全的福利保障）放在一起来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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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保障范围之外的，甚或是受到法律制裁的贫穷工作人员——争取到“有尊严的”

（“decent”）待遇（ILO 2002）。为此，ILO 在 1969 年便已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黄宗智 2009b） 

 

中国的非正规经济的特点，除了其市场化之较晚出现之外，首先是其庞大和几乎无

限的规模，主要是因为其极其大量的剩余劳动力（1～1.5 亿的农业就业人员）。这

种情况只可见于个别其它的发展中国家——例如印度。 

 

更加特殊的是中国之通过一个地方政府激烈竞争的体制，积极地把其非正规经济当

作“比较优势”来争取外来投资。和众多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为全球资本提

供了廉价劳动力以及为新兴的经济部门提供各种非正规和半正规的服务。但和其它

发展中国家不同，中国是一个在高度集中的中央政权的领导下，地方分权而为追求

外来投资而相互竞争的政治体系（更详细的讨论见黄宗智 2009a）。在那样的（我

们也许可以称作）“（中央）集权的（地方）分权主义”1体制下，中国把其非正

规经济变成一个强有力的招引外资的工具。这种非正规性我们也许可以称作“有计

划的非正规性”。我们已经看到，其结果是远高于其它发展中国家的外来投资，以

及全世界最快速扩展和最庞大的非正规经济。 

 

                                                 
 
1 Pierre Landry 把这个现象称作“分权的威权主义”（decentralized 
authoritarianism）（Landry 2008; 亦见黄宗智 2010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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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实际在一定程度上是隐蔽的，因为官方没有正式统计这个部门。1它的就业人

员数只能从来自人口普查所计算的真实的就业人员总数减除各种登记类型单位所上

报的人员数而得出。 我们已经看到，实际是，非正规经济人员在 2008 年占据城镇

3.02 亿总就业人员中的 1.82 亿，也就是 60%（见表 1）。 

 

我们如果加上“乡村”（包含县城关镇以下的城镇）的非农就业人员，即乡镇企业

的 1.5 亿人、2乡村私营企业的 0.3 亿人以及 0.2 亿的个体户，就要再加上 2 亿人员

（表 3）。最后，如果再加上务农人员，因为他们大多也是缺少法律保护和社会保

障的人，非正规经济人员的总数将高达 6.5 亿人，亦即 2008 年全国民经济（城镇+

乡村）的 7.72 亿就业人员的 84%。（表 1，2，3；黄宗智：2010a：第 8 章；黄宗

智 2009b） 

 

整个非正规经济都没有被主流经济学家们所正视。即便是讨论到，例如在蔡昉引用

刘易斯（Arthur Lewis）的“二元经济”论（即一个具有劳动力“无限供应”的传

统部门以及一个现代的城市部门）（Lewis 1954，1955）的论文那样，它被认作一

个很快就要消失的部门。给出的理由是刘易斯论证的“转折点”已经来到中国：中

                                                 
 
1 比如，国家统计局给出“城镇单位就业人员”的“平均劳动报酬”和“全国平均

职工工资”数，以及平均工作时间数，但这些都只包括经过正式登记的单位上报的

人员，不包括未经登记的就业人员（2008 年达到 1 亿之数）（见表 1）。上面提到

的 2006 年的《中国农民工问题研究总报告》才是比较可靠的材料。（黄宗智

2009b：63； 《中国农民工问题研究总报告》2006） 
 
2 当然，乡镇企业中有的规模颇大也比较正规化，但我们要把这些和正规部门中的

不少非正规工人一起来考虑，正如脚注 12 指出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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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二元经济体系很快即将被整合为单一的现代化的、全国劳动市场. (蔡昉 

2007；黄宗智 2009b) 

 

事实上，非正规经济非但没有减缩到即将消失的地步，它其实一直在爆发性地扩

增，正如上面已经指出，今天占据到中国绝大多数的就业人员。我们如果考虑到正

规经济的职工（即主要是表 1 和表 2 从国有到外资的六个登记类型），在 1978 年

到 2006 年将近 30 年间，只增加了 0.2 亿人（从 0.95 亿到 1.15 亿），再把这个数

目和非正规经济的 6.5 亿人员数目（其中估计有 1.0～1.5 亿的务农人员是过剩劳动

力）相比，就能看到，宣布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是多么地远离实际。事实是，非正

规经济之整合于正规经济只可能是未来的一个艰巨和漫长的过程。 

 

主流制度经济学，正因为它把法律和产权认作经济发展的关键条件，自然把注意力

集中于正规经济部门，因此忽视了非正规经济在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另一方面，

Walder－钱的分析虽然突出地方政府所创办、经营或控制的企业，同样忽视了在改

革后期快速膨胀的经济体中的既非民营公司也非政府企业，而是在其间起关键作用

的地方政府非正规行为，以及因此而导致的非正规经济。 

 

对非正规经济的忽视也意味对发展的社会维度的忽视，不仅是当前的，也是历史上

的。说“历史上的”，是因为不会与之对比也就因此看不到，计划经济之为大多数

人所提供的有效医疗、教育和福利保障（正如诺贝尔奖得主 Amartya Sen 多年前指

出，改革前的中国在“社会发展”的关键指标上，即人们的寿命预期、教育水平以

 28



及婴儿死亡率上，其成就远远超越当时人均 GDP 和中国基本相同的印度）。

（Drèze and Sen 1995： 第 4 章； 黄宗智 2010a：第 1 章） 至于对当前的情况，同

样会忽视中国的经济发展“奇迹”所附带的社会问题，看不到非正规经济既是中国

经济发展的根源，也是其社会和环境危机的根源。 

 

（四）中国发展经验的理论与方法含义 

这一切并不否定过去的分析的正确部分。新制度经济学强调私有化和市场化能够激

发企业家们和民营公司的积极性，这点在中国经验中是得到证实的。同时，反对其

原教旨市场主义（以及“古典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内涵的论者，正确指出了

地方政府及其乡镇企业所起的重要作用。 

 

正如哈耶克多年前已经从内部人的视角指出，许多经济学家过分依赖理论前提，倾

向把实际等同于理论构想（Hayek 1980[1948])：尤见第 2 章）。主流经济学的论析

多从计划与市场经济在理论上的非此即彼二元对立以及计划经济的全盘错误出发。

一方面，它们对计划经济的批评，例如其沉重的官僚体制、过分的意识形态化以及

对创业和竞争的压制，显然是正确的，但同时，它们忽略了改革前的计划经济的正

面成绩，例如其快速发展的重工业、覆盖大多数人民的公共服务和福利、以及强大

的组织能力。我们也许可以客观公正地说，哈耶克－科尔奈－科斯的制度经济理论

其实主要是一种理论性的理想类型，而不是历史性－经验性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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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认为，真实的历史更多寓于本文提倡的从实践到理论再回到实践的研究进路。

也就是说，要依赖历史视野并扎根于经验证据，但又要具有理论关怀与含义。正是

如此从实际出发的研究进路，方才可能挖掘出被理论和意识形态所遮蔽的维度。这

里强调的是地方政府的非正规实践以及由此产生的非正规经济。 

  

应该可以清楚看到，中国之所以能够成功地吸引外来投资不仅是因为它具有丰富的

劳动力资源，也因为它得自计划经济所建立的教育和医疗方面的基础、快速的重工

业发展和基础建设、以及组织能力（这点特别容易因过去极端的群众运动而忽

视）。但中国发展经验最突出的特点不是以上这些，而是其当前的集权的分权主义

政治经济体系，其中地方政府为召引外来投资而激烈竞争，所依赖的是非正规的补

贴和支撑，以及庞大的非正规经济。正是这样的组合才能同时解释中国的经济发展

和社会与环境问题。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哈耶克－科斯－科尔奈以及诺斯、舒尔茨等的主流制度经济

学，虽然名义上特别强调被（新古典经济学所）忽视的制度和经济史维度，居然完

全忽视了中国发展经验中这个巨大的制度－历史实际。 

 

总的来说，我们可以从四个层面来理解中国的发展经验。首先，和其它结合前工业

与工业、传统与现代的发展中国家一样，非正规经济实践占据不容忽视的位置，正

如国际劳工组织所强调的那样；第二，和其它后社会主义转型的国家一样，非正规

经济起到协调旧计划经济和新市场经济的作用；第三，其庞大和看似无限的规模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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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突出中国巨大的人口这个基本国情，也是一个唯有印度等几个个别国家才能与之

相比的国情；最后，它所突出的真正是中国改革的独特性是，其特殊政治经济体制

之与其非正规经济的结合。 

 

在一定程度上，那样的结合也可见于改革前期：我们可以把地方政府在建立乡村企

业过程中的众多非正规行为也纳入其中，  并把乡村企业的“离土不离乡”员工纳

入非正规经济来考虑。但城镇部门的真正大规模的变迁则有待于改革后期：在各种

补贴和绕过国家正式法规的招引下而涌入的外来投资，以及为新兴的城镇企业打工

和服务、没有国家法律和福利保障的离土又离乡的农民工之爆发性扩增。正是后期

的那些主要是城镇的现象，才真正符合国际劳工组织所使用的“非正规经济”一词

的原义。 

 

正是改革后期的地方政府竞争和非正规经济行为，把不清晰的产权和不成熟的市场

改作比较优势、把政府对重点企业的非正规支持变成提高它们的收益而借此招引外

来投资的手段、把非正规经济变作招引外资竞争中的比较优势等。同时，也把城乡

原有的差别扩大到城镇社会内部的显著不平等。结果是近年来的惊人的 GDP 增长

以及十分迫切的社会不公问题。正是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

结合，而不是以往分析中的两者非此即彼二元对立，才能解释中国发展经验的成败

功过。 

 

三、中国发展往哪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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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们要问：以上的讨论具有什么样的实用含义？ 

 

用于当前的实际，以上的讨论意味地方政府正因为它们过去起了如此重要的作用，

对未来也十分关键。中国眼前的大问题是：怎样应对非正规经济在推动快速 GDP

发展的同时所附带的严重社会与环境问题？地方政府过去的非正规行为是导致非正

规经济问题的重要原因；也许解铃还须系铃人。 

 

这不是一个社会公正还是经济发展的非此即彼问题；事实是，近三十年来的发展是

不可持续的。这首先可见于与日俱增、每年数以万计的针对不公平和环境污染的民

众抗争。对此，地方政府一般采取的首先是“捂盖子”的对策，要到抗议者通过组

织、媒体曝光等形成了一定的声势之后，迫不得已才会作出妥协，把矛盾“摆

平”。1地方政府之所以这样做的原因和以上的分析有一定的关联：在地方政府为

招商引资做出大规模投资的现实下，它们和招引的企业利益只可能是一致的，“官

商”也只可能是“勾结”的，何况对地方官员来说，在现行的国家的干部考核制度

下，最关键的指标正是其招商引资的“政绩”。面对日益加剧的社会不公和环境危

机，如此的对策，在抗争者与国家公安势力十分悬殊的情况下，固然能够维持基本

稳定的治安，但它不可能是长远之计。 

 

                                                 
1 这方面的研究很多。两个特别值得一提的例子是张玉林 2007 和潘毅、卢晖临、

张慧鹏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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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发展之不可持续也可见于经济体系之“失衡”。在成为“世界的工厂”大趋

势下，中国相当比例的“国内生产总值”是为外来资本和出口而生产的；根据

2004 年的统计，出口加工生产占据总贸易的 53%（高柏 2006：119）。在低工资

和依赖非正规经济的现实下，这意味大部分盈利归属外来的投资者而不是中国的工

人或中国的经济。1正如高柏指出，在这方面中国和日本此前的发展经验很不一

样，后者从未如此程度依赖外资和国际贸易，其进出口对GDP的比例从未超过

30%(高柏 2006)。上面已经指出，2005 年日本的进出口∕GDP比例才 20%，和美

国相似，而中国的则是 64%。 

 

结论是明显的，也是 2008 年的全球经济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所更加鲜明地凸显

的：要推进为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和可持续的经济发展，中国必须扩大国内的需求和

消费。这已成为一个跨越左右分歧的共识。 

 

这一切所指向的是另一种发展道路：即用社会发展来推动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显

然，低收入人群生活水平的提高会比富裕人群收入提高更直接、快速影响消费，这

是因为低收入群体的消费所占比例较高。因此，无论从社会公正还是经济发展的角

度来考虑，目前的情况迫切呼唤着要提高占据中国人民大多数的下层和中下层社会

群体的收入。 

                                                 
1 一个较多被引用的新闻报道估计，跨国公司所得利润的 70%是被拿出中国的（高

辉清 2005；亦见高柏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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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从世纪之交以来在这方面已经做了不少工作（例如，取消农业税和提供九

年免费义务教育（虽然并不包括农民工）），但显然还需要做很多。这里，重庆市

新近的实验既展示还需要做什么，也展示可能做什么。重庆实验的核心概念是利用

国有资产的市场增值来帮助提高贫穷人民的生活水平（崔之元 2010）。已经开始

实施的计划有：为农民工提供廉价公租房；给予农民工城镇居民身份和社会保障；

允许农民用宅基地和承包地（以及林地）权作为贷款抵押；系统扶持小规模企业，

用来扩大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群体的就业机会与收入。(《重庆日报》，2010 年 7 月

30 日) 

 

大规模的廉价公租房建筑已经开始，预期在三年之中每年造 1000 万平方米的居住

面积，总共可以解决 250 万农民工（亦即市内 300 多万农民工的大多数）的住房问

题（《重庆日报》，2010 年 7 月 30 日）。计划中的月租是大约 10 元∕平方米。

这样，为一个青年人或夫妇提供的 31 平方米的住房房租预计约 300 元∕月，较成

熟的家庭则可以租用 80 平方米的住房，平均 60 平米（《黄奇帆：重庆公租房为百

万人而建 不是摆噱头》， 2010 年 7 月 3 日）。为了避免形成公租房的贫民窟，新

建的公租房将分散于 20 个不同的商品房大组团，只占每一组团居民的较低比例。

（《重庆日报》，2010 年 7 月 30 日） 

 

户籍制度改革也已于 2010 年 8 月 1 日正式开始实施。重庆市总人口 3200 万，其中

1000 万是城镇居民；计划是在十年中让 1000 万农民改作城镇居民。第一拨是已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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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区工作的三百多万农民工，预计在 2010 和 2011 年完成他们的户籍改革，其后每

年解决 70～80 万农民工入城落户的问题。这样，将把非正规经济的农民工纳入城

镇居民的正规医疗、教育和社会保障体系中。（《人民日报》，2010 年 7 月 30

日；亦见 Dreyfuss 2009 和 Larson 2010 的国外报道；《专访重庆市市长黄奇帆》，

2010 年 8 月 21 日）这个计划包含给予农民三年过渡期，其间可以保留他们的土

地权益，直到他们把这些权益在政府设立的乡村土地交易所转让出售为止。这样，

他们可以带着一定的现金进入城市落户（而政府则把土地纳入其为建设储备的用

地）。（《重庆日报》，2010 年 7 月 30 日） 

 

我们当然要问：必需的资金将从哪里来？重庆政府的实验可以视作中国改革后期发

展经验逻辑的进一步延伸。我们已经看到，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方面起了关键作

用，主要是借助于可以预期的市场增值（以及凭此贷款）。这样，用亏本的价格来

招引外来企业，但在后期可以获得足够的税收和土地增值报酬。如今重庆政府将进

一步凭借同样的逻辑来直接参入住房建造，但其目的是把可以预期的增值收益从开

发商转移到政府的公租房公共服务投入。 

 

更具体地说，公租房的工程预计将需要 500 亿元的投资，重庆政府将投入其中的

200 亿，主要是已经储备的土地的市场价值，另外的 300 亿元以公租房为抵押向银

行、保险公司、国家社保基金等融资，贷款利息用公租房所得租金来支付（《黄奇

帆：重庆公租房为百万人而建 不是摆噱头》，2010 年 7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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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重庆的实验令人兴奋地说明借助社会公正来推动经济发展的可能，但是，

另一方面，也再次指出中国非正规经济是一个多么沉重的负担。在具备良好的领导

之外，重庆政府也得助于比较偶然的意外之财：2000 到 2008 年间，市政府廉价购

入的国有资产每年增值 19%，远远超过全国平均的 3%。因此，重庆市政府的财政

特别丰厚。虽然如此，它仍然要到 2020 年才可能把一半的农民纳入城镇户籍；到

时农村人民将仍占全市人口的 40%，仍然处于城镇福利覆盖面之外。由此我们可

以再次看到，宣布中国今天已经进入刘易斯拐点是多么的不符实际。 

 

至于农村，重庆的领导们点出了两个重要的问题：一是农民现在无法为经营需要而

向银行贷款，二是怎样把“小农户”和“大市场”连接起来让农民可以更多地从市

场机遇获益。他们已经采取允许农民用其地权作为银行贷款抵押的重要方案；但

是，在如何促进农民的“纵向一体化”（从生产到加工到销售），让农民获益于市

场化的高值农产品的问题上，他们似乎仍然和多年来全国其它地区同样，主要指望

所谓“龙头企业”的带动。（《重庆日报》，2010 年 7 月 30 日） 

 

这点使人稍感诧异。重庆政府在城镇发展上既然采用了凭借社会发展来推动经济发

展的战略，为什么没有在农村发展问题上采用同样的做法？市领导迄今似乎并没有

认真考虑到依赖资本主义的龙头企业公司之外的其他可能。也许，重庆的领导们和

其它地区同样，认为农业发展只可能由具备规模效益的资本主义型大农场来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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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在《中国的隐性农业革命》新作中详细说明，中国农业正面临着三大历史性变

迁的交汇：首先，伴随收入的提高，中国人的食品消费结构正向食用越来越多的高

值农产品转型，包括鱼肉、蛋奶、水果和高档蔬菜；第二是城镇化，包括大规模的

农民工进城就业；第三是生育率的降低，如今终于体现于每年新增劳动力人数的递

减。汇合起来的结果是一种既是更加资本密集也是更加劳动密集的高值新农业，但

仍然是以小规模家庭农场为主的农业——例如，一两亩地的塑胶拱棚蔬菜生产，或

四五亩地的 “秸秆养殖”（结合玉米种植和二、三十头猪养殖，用生物剂使秸秆

发酵为高质饲料）。 

 

这种新农业的小农场和过去劳动力过剩的农场不同，是接近充分“就业”的适度规

模的生产单位，因此具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和收益。它们依赖的不是“规模经济效

益”，而是“不同生产的不同最佳规模”（differential optimums）（比如，粮食和

蔬菜生产的不同，以及小规模农业生产，较大规模的加工和销售的不同）以及“范

围经济效益”（结合两种以上的互补生产活动）。它们也特别适合于新时代的有机

农业生产。 

 

正是这样的新型小农场促使中国农业总产值在改革期间平均每年增长 5%以上（在

三十年中上升了约五倍），远远高于历史上一般的农业革命，诸如 18 世纪英国的

农业革命（一个世纪中上升了一倍），和 20 世纪 60 与 70 年代的所谓“绿色革

命”（每年增长约 2%，36 年才翻一番）。如此的农业发展为蓬勃的城乡贸易奠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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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基础，而后者正是亚当·斯密所认作推动经济发展的分工和竞争的一个关键条

件。（Smith 1976[1776]：401-6； 黄宗智 2010a：第 1、4、6 章） 

 

生产高值农产品的新时代小家庭农场之兴起导致对合作公司（所有制是合作的，但

经营模式是公司型的）的需求，目的是用来连接农户和市场。我们现在有一份相当

可靠的比较全国纵向一体化两大途径的材料：一是资本主义型的龙头企业，近年来

享受了地方政府的积极扶持和补贴；一是合作组织，一直受到现有体制的排挤，既

缺乏政府的大力扶持也不能向银行贷款。虽然如此，近年来合作组织仍然自发扩增

到占据所有带动纵向一体化单位销售额的 8%（2005 年数据，相对于龙头企业的

58% 和国家专业批发市场的 34%）。它们之所以能够发展到如此的地步主要是因

为它们是会员所有的，因此能够为农户生产者争得较高的市场收益，高于为资本家

所有的龙头企业而生产。所以说，这些材料证明的其实是合作组织的发展潜力：我

们可以想象，如果政府给予合作组织像龙头企业和外资企业那样的扶持，后果会是

怎样。（黄宗智 2010a，2010b） 

 

重庆政府已经把资助“微型企业”列上日程。计划是为自筹 10 万元资本的私营企

业提供 5 万元的政府补贴，另外再协助安排 10 万元的贷款，让它具备 30 万元的启

动资本，并为之提供税收优惠。目的是扩增下层和中下层收入人群的就业和机遇。

如果地方政府能为农业合作公司提供如此的扶持，应该会对它们起极大的推动作

用，允许它们首次与龙头企业以同等的条件一较长短。(黄宗智 2010b) 如此的农业

发展途径可能更符合重庆政府在城镇发展方面的总体战略，即以社会发展来推动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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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发展。此外，以社区参与为基础的合作组织也许也可以成为为农村提供社会保障

网络的一个有效途径，说不定还能起到协助重新整合今天正在快速原子化的农村社

会的作用。 

 

如果简单依赖资本主义型的龙头企业，甚或进一步把土地完全私有化，将意味类似

于印度的结果：其农业近年来经历了和中国相似的向高值农产品生产转化，但其农

业从业人员中已有足足 45%沦为无地农业雇工，乃是“贫穷中的至贫者”，而

且，根据世界银行最新的研究，其总人口中仍有足足 42%的生活水平陷于“贫困

线”（每日 1.25 美元）之下。(黄宗智 2010a：尤见第 1 章) 

 

可以见得，中国政府今天所面临的战略性抉择，不是林毅夫等强调的资本密集重工

业还是劳动密集轻工业的问题，也不是科尔奈强调的简单的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

义、计划还是市场的问题，也不是左、右一般所争执的社会公正还是经济发展的问

题，而是怎样在支持大型公司的现实和支持低收入人群的改革之间探寻适当的调

整。从中国巨大的人口这个给定事实来看，政府在这方面干预是必须的，不然很可

能再次陷入 18 世纪以来的那种社会危机——亦即推动 20 世纪中国革命的基本原

因。 

 

总而言之，我们首先需要精确掌握近三十年历史的教训。中国的经济发展并不简单

来自计划到市场的转型，而是来自两者的不同特征的结合。改革前 15 年的发展不

仅得助于市场化，也得助于计划经济下培养的能干地方干部之利用农村剩余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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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建立乡村企业，以及计划经济下建设的重工业和基础设施。其后是同样可观的

15 年的发展，再次利用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在外来投资和国内民营企业浪潮的推

动之外，更得助于一个独特的中央集权下地方分权而为招商引资而竞争的体制。在

那样的竞争之下，地方政府广泛采用非正规的变通运作，在现有法规之外利用明确

和隐性的补贴以及廉价的非正规经济来招引外来投资。如此的历史实际显然和哈耶

克－科斯－科尔奈那种制度经济学理论所强调的非此即彼二元对立不相符。 

 

我们看到，非正规经济实践的结果既是快速的经济发展，也是日益严重的社会不公

和环境污染。今天往前瞻望，我们应该抛弃主流经济学过去的错误认识，抛弃把市

场和计划、经济和政府、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构建成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的错误。

经验实际的历史视野使我们看到民营企业+地方政府行为+非正规经济的结合才是

中国经济发展的真正动力，同时也是其社会和环境危机的根本来源。 

 

面对如此的现实，重庆实验所做的是把发展的重点从简单的 GDP 增长改向社会发

展。如果改革 30 年的经验可以被称作一种“有计划的非正规化”，重庆的实验也

许可以称作一种“有计划的正规化”，所指当然不是回归到过度官僚化的体制，而

是建树新型的公共服务和福利。一个重要的方法是，利用国有资产的市场增值来为

这些新型服务和福利提供必需的资金。其背后的战略性估计是，提高下中社会阶层

的收入将会导致更加均衡和可持续的经济发展。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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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没有精确的按产值区分不同登记类型单位的统计材料，但一个（勉强）可用的

统计指标（国家统计局 1998 年之后开始采用）是规模以上（即年营业务收入在 5

百万元以上的）企业的“工业总产值”。根据“工业总产值”的指标，这些非政府

企业（即公司+外资+港澳台投资+私营企业）所占比例 2008 年已经达到 88%，其

中外来投资（即外资+港澳台投资）占到 29%。国有和集体则只占 11%。见表 4。 

 

这里要说明，“工业总产值”指标中的“产值”和“国内生产总值”（GDP）指

标所统计的“产值”含义不同。后者减去生产过程中的“中间投入”。两个“产

值”指标在 2008 年的差别是 5：1 的比例。GDP“产值”统计的含义其实更接近

“增值”。 

 
                                    表 4：分登记注册类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产值与就业人员数（2008 年） 
 
经济指

标 
总数 国有 集体 股份合

作+联
营** 

公司 港澳台 外资 私营 其 
它*** 

总产 
值（亿

元）* 

507448 46857 8956 4962 158775 51308 98486 136340 1764 

% 100 9.2 1.8 1.0 31.3 10.1 19.4 26.9 0.3 
从业人

员（万

人） 

8838 695 218 95 2347 1206 1374 2872 32 

% 100.1 7.9 2.5 1.1 26.6 13.6 15.5 32.5 0.4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2009》：表 13-1。 
*“规模以上”指“年营业收入在 500 万元以上工业企业”(《中国统计年鉴 2008》：484)。“工业

总产值”指标含生产过程中的“中间投入”（国内生产总值中的“第二产业”数则减去中间投入，

接近“工业增加值”数）。这里的“工业总产值”指标主要用以说明各种注册类型的相对比例。

（《中国统计年鉴 2008》：544） 
**即表 1，2 之“其它”类型。 
*** 区别于表 1，2 之“其它”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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